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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

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

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

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

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

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

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

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

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

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

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环境规制;工业绿色转型;绿色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０６２．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６)０７０１３４１１
　　DOI:１０．１６５３８/j．cnki．jfe．２０１６．０７．０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１０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重大研究项目(２０１１GXS１B００１)

作者简介:彭　星(１９８６－),男,湖南永州人,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职员;

李　斌(１９６８－),女,湖南湘乡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快速增长对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贡献巨大,但这种以资源投入和

规模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大量的资源消耗

和严重的环境污染.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共消耗２９．１２亿吨标准煤,工业废水排放量达４９２．４８
亿吨,工业废气排放量达６６．９３万亿立方米,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达３１．３０亿吨.２０１３年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中国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１０个城市中有７个在

中国,２０１５年京津冀地区严重的雾霾事件更反映出中国工业污染治理的紧迫性.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２０３０年中国单位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如何通过工业绿色转型

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并塑造可持续的工业竞争力,是一个紧迫且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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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题.

　　环境规制体系是中国环境管理正式制度中最为重要的政策体系,但环境规制增强真能

有助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污染减排并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吗? 关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

新之间的因果关系,现有研究文献并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静态条件下环境规制可能增加企

业的生产成本并削弱技术创新能力(Gray和Shadbegian,２００３),但变动约束条件下,合理的

环境规制可以刺激被规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来抵消企业的“遵循成

本”(Hamamoto,２００６;王国印和王动,２０１１).此外,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可能也

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张成等,２０１１;李斌和彭星,２０１１;李玲

和陶锋,２０１２;沈能,２０１２;沈能和刘凤朝,２０１２;蒋伏心等,２０１３;张华和魏晓平,２０１４).暂且

不论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负向或者非线性关系,但上述研究文献均未就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进行研究.现有研究文献中仅有部分学者对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进行过理论研究(Montero,２００２;Requate和

Unold,２００３;Rousseau和Proost,２００５;MachoStadler,２００８;许士春等,２０１２)或者实证研

究(马富萍等,２０１１;李斌和彭星,２０１３).

　　综上可知,相关文献并未探讨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工业绿色转型的机制,而
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有较大差别,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

制也有较大的异质性,现有文献均未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

异化的规制政策.本文的贡献之处在于:根据不同的特点对环境规制政策的类型进行了有

效区分,并构建指标体系进行了衡量;针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

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论证了并非所有的环境规制

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都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关系,不同类型环境规制政策在不同地区

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差异.本文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与检验,丰富了国内关

于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研究结论对于实施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及不

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指标数据

　　(一)研究假设.相关文献已论证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张
成等,２０１１;李斌和彭星,２０１１;李玲和陶锋,２０１２;沈能,２０１２;沈能和刘凤朝,２０１２;蒋伏心

等,２０１３;张华和魏晓平,２０１４).同时,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清洁生产和污染减

排,从而有利于工业绿色转型(李斌等,２０１３),因此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可能也存

在非线性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执行效果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技
术强制性”、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市场灵活性”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自愿主动性”对
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将存在较大差别(李斌和彭星,２０１３).此外,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

环境规制也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性(陈德敏和张瑞,２０１２),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同类型环境规

制与中西部地区的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差异较大,从而会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产

生异质性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

转型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而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激励效

应存在较大差异.

　　(二)模型设计.本文通过运用系统广义矩GMM 估计法来检验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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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及中国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如下计量

模型:

IGTit＝α０＋φIGTit－１＋α１ERit＋α２ERit
２＋α３ERit×ETit＋α４Xit＋μi＋εit

　　模型中i是省份,t为时间.μi 表示个体效应,εit衡量随机扰动因素.IGTit为工业绿

色转型,本文还加入其滞后一期来反映工业绿色转型的动态性和延续性.ERit为环境规制,
并加入二次方项ERit

２ 来考察非线性关系是否存在.ETit为绿色技术创新,并加入其与环

境规制的交叉项ERit×ETit来检验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互动效应对工业绿色转型

的影响.Xit为相应的控制变量,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PGDPit、人力资本水平EDUit、科
技创新水平RRDit、产业结构变量ISit、能源结构变量ESit、能源效率变量EEit以及市场化

程度变量MKit来控制其他因素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

　　(三)指标和数据.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来进行计量检验,数据

来源于历年相关年鉴.指标选取如下:

　　１．工业绿色转型.工业绿色转型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既涉及工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也
体现工业污染减排的效果.本文通过借鉴李斌等(２０１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课题组(２０１１)的思想,扩展工业绿色转型的内涵为“工业实现增长方式由粗放到集约、污染

控制由高碳污染到绿色减排的过程”.鉴于用单个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和体现工业绿色转型

的丰富内涵,本文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来对其进行测度.本文构建的工业绿色转型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三级指标体系,从节能减排、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４
个方面构建一级指标,并扩展为资源节约、能效提高、污染减排、工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优

化、要素使用集约化、科技创新自主化、人力资本改善化、绿色治理投资和绿色技术研发１０
个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为２７个三级指标.此外,鉴于现有研究用专

家打分的方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观性较强,不能客观反映各指标内在的重要程度,本
文运用熵值法来进行客观赋权,以消除指标权重设定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考虑到环境规制

体系、绿色技术创新指标和控制变量的部分指标已纳入工业绿色转型测算指标体系,本文将

这部分重合指标剔除,重新用熵值法测算得到检验所需的工业绿色转型指数.

　　２．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内涵较广,涉及政府、企业及居民三个主体,包括命令控制型环

境规制、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鉴于现有文献对环境规制的衡量均有一

定的片面性,本文综合构建多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陈德敏和张瑞(２０１２)将环境规制区分

为环境规制法律体系、环境规制方法体系、环境规制支撑体系和环境规制监督体系,并用多

个指标衡量子体系,各个子系统相互影响和制约,相对而言比较全面.但这种分类方式难以

考察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对环境规制体系的相关指

标重新进行有效划分,将其明确区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及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并通

过熵值法赋权获得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分类指数,环境规制的两种分类方式如表１所示.

　　本文将环境规制划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并用合理指标

加以衡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部门或者环保机构制定的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强制性是其主要特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也是中国应用最为广泛的环境规

制手段,本文用受理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两会环境提案数、环评制度执行率和“三同时”执
行合格率等指标来衡量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强度.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是指政府部门利用

价格和费用等市场化手段,通过激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市场性是其主

要特点.中国常见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主要有排污费、补贴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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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单位GDP 排污费收入和单位GDP 环保科研课题经费来衡量经济激励型环境规

制.排污费有利于直接激励企业进行工业污染减排,而环保科研课题经费则通过引导的方

式减少企业研发投入成本,有利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是指企业

和居民自由参与的旨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承诺或行动,自愿性是其主要特点.自愿意

识型环境规制以企业环保意识为主要表现形式,同时受到经济利益和企业管理者意识等的

制约和影响.本文选取的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指标主要有环保系统实有人数和“三废”综合

利用产值占GDP 的比重.其中,环保系统实有人数可作为企业自愿为提高节能减排技术

和污染治理技术而付出的人力资本,而“三废”综合利用产值可体现企业节能减排和污染治

理的现实努力程度.
表１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体系

按照环境规制体系的分类标准

分类
标准

环境规
制法律
体系

环境规制方法体系
环境规制
支撑体系

环境规
制监督
体系

衡量
指标

受理环
境行政处
罚案件

工业污染
治理完成

投资

三同时执
行环保投

资额

建设项目
限期治理

投资

单位GDP
排污费
收入

环评制度
执行率

排污许可
证发放数

环保科
研课题
经费

环保系
统实有
人数

环境污
染信访
人数

按照环境规制类型的分类标准

分类
标准

命令控制型
环境规制

经济激励型
环境规制

自愿意识型
环境规制

衡量
指标

受理环境
行政处罚

案件

两会环境
提案数

环评制度
执行率

三同时执
行合格率

单位GDP
排污费
收入

单位GDP
环保科研
课题费

环保系统
实有人数

三废综合利用产值
占GDP 的比重

　　３．控制变量.绿色技术创新用工业绿色转型的分解指标绿色技术创新指数来衡量,经
济发展水平用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人均GDP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

限来衡量,科技创新水平的计算方法是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GDP.产业结构的计算公

式是工业增加值/GDP,能源结构用天然气消费占化石能源消费的比重来衡量清洁能源的

使用程度,能源效率用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 技术测算得到的各地区工业能源效率来衡

量.市场化程度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表示,该值越低表明政府干预越少,市场

化程度越高.

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来解决动态面板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面板数据GMM 估

计法分为差分GMM 估计法和系统GMM 估计法两种,差分GMM 估计法用水平值的滞后

项作为差分项的工具变量,但水平值的滞后项往往与差分项的相关性较弱,因此较易导致弱

工具变量问题.系统GMM 估计法在差分GMM 估计法的基础上,将差分项的滞后变量作

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通过增加工具变量的个数来有效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此外,鉴于

两步系统GMM 估计法更适合有限样本估计,而且对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的处理也比一

步系统GMM 估计法好,因此本文计量检验的方法主要是两步系统GMM 估计法.

　　(一)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

　　１．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非线性关系的检验.本文根据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显著

性、Sargan检验和AR(１)检验、AR(２)检验来判断动态面板模型的设定是否合理.表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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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估计结果显示,所有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均显著为正,反映出工业绿色转型具有

延续性和动态性.Sargan检验表明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AR(１)检验和AR(２)检
验也证明动态面板模型设定是合理的.

　　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可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工业绿色转型.模型(１)中环境规制

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的符号分别为负号和正号,并且均在５％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环

境规制的逐步加大将使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指数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趋势,也就是说

只有当环境规制越过一定的拐点时才能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对工业绿

色转型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效应.模型(２)表明环境规制的增大有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ER×E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环境规制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和

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从而有利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因此,模型(１)和模型(２)相结合揭

示出,在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

水平较低时,“技术创新补偿效应”小于“治污技术进步效应”,工业企业可能将绿色技术研发

的部分资金用于工业污染治理,进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抑制效应而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只有当环境规制增强到一定水平后,“技术创新补偿效应”才能充分发挥并明显超过“治污技

术进步效应”,从而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

　　通过计算“U”形走势的拐点值可揭示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非线性影响效应的

突变点.本文计算出的拐点值为环境规制指数０．０３４０５,若现有的环境规制指数低于

０．０３４０５,则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反之若现有环境规制指数大于０．０３４０５,
则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根据本文测算得到的环境规制指数,发现只有浙

江、江苏、辽宁、山东、福建和重庆等几个地区成功跨越了该拐点值,其他地区则还未跨越该

拐点值.本文的结论与张成等(２０１１)和蒋伏心等(２０１３)的研究一致,但这些文献对环境规

制的衡量都过于简单,本文构建的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可较为全面地反映环境规制水平高低,
所得到的研究结论也更稳健.

表２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IGTt－１
０．６１３６∗∗∗

(７．５７)
０．４３４１∗∗∗

(５．８７)
０．５１１８∗∗∗

(７．４５)
０．３１４２∗∗∗

(３．２４)
０．８６７４∗∗∗

(２７．１１)
０．８７２１∗∗∗

(３３．６４)
０．８７３３∗∗∗

(３０．０７)
０．８７１６∗∗∗

(３１．８９)

ER －１．３２８１∗∗

(－２．０８)
０．００３２
(０．１７)

ER２ １９．５０１２∗∗

(２．０５)

ER×ET ６．８２１５∗∗∗

(６．８３)

ERC －０．０１５５
(－１．５３)

０．０４０３
(０．１１)

ERC２ ０．５４５７∗

(１．９３)

ERC×ET １０．１１０２
(０．５０)

ERP －０．４８７８∗∗∗

(－３．６３)
０．１００７∗∗∗

(３．９７)

ERP２ ２４．５５３９∗∗

(２．７０)

ERP×ET ３２．９０３４∗∗∗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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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ERS －１．１８３２∗∗∗

(－２．９８)
０．０５８３∗

(１．７１)

ERS２ ７９．４１１２∗∗∗

(３．０７)

ERS×ET ３１．２９６７∗∗∗

(３．２７)

lnPGDP ０．０００３∗∗∗

(３．２３)
０．０００１∗∗∗

(３．３８)
０．０００２∗∗∗

(３．１９)
０．０００１∗ ∗

(２．２４)
０．０００２∗∗∗

(２．６０)
０．０００１∗∗∗

(３．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２．７１)
０．０００１∗∗

(２．１０)

EDU ０．０００５∗∗∗

(４．７９)
０．０００６∗∗∗

(５．９８)
０．０００４∗∗∗

(４．４３)
０．０００５∗∗∗

(５．１６)
０．０００２∗∗∗

(４．４５)
０．００３６∗∗∗

(３．７７)
０．０００２∗∗

(２．７２)
０．０００１∗

(１．７４)

RRD ０．０００７∗∗∗

(４．６９)
０．００１１∗

(１．９５)
０．００１６∗∗∗

(３．２１)
０．００１８∗∗∗

(３．２１)
０．００１４∗∗∗

(３．７６)
０．０００２∗∗∗

(４．５３)
０．０００２∗∗∗

(５．５１)
０．０００２∗∗∗

(３．７８)

IS ０．０００１∗∗∗

(６．３７)
０．０００１∗∗∗

(５．４６)
０．０００１∗∗∗

(６．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５．５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９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７５)
０．０００１∗∗∗

(５．３０)
０．０００２∗∗

(２．５２)

ES ０．０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００３
(－１．０８)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８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３９)

０．０００３
(１．１０)

EE ０．０００７∗∗

(１．９６)
０．００１１∗

(１．８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１)

０．０００８∗∗

(１．９９)
０．０００５∗

(１．８５)
０．０００６∗

(１．９５)
０．０００５∗∗

(２．４４)
０．０００５∗∗

(２．０４)

MK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６６)

Sargan检验 １９．４１１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６５８６
[１．００００]

２４．０２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４７６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４４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１．９４３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３８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４２１２
[１．００００]

AR(１)
检验

－４．５４７６
[０．００００]

－４．３０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５８３
[０．０００１]

－３．９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４．３３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８０８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４３２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５６７
[０．００００]

AR(２)
检验

１．０８９９
[０．２７５８]

１．０５３９
[０．２９１９]

１．０８３３
[０．２７８７]

１．０２０２
[０．３０７６]

１．４６０２
[０．１４４２]

１．４４０７
[０．１４９５]

１．４３２１
[０．１５３４]

１．４２５６
[０．１５５６]

控制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３６０

　　注:∗∗∗ 、∗∗ 和∗ 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Z 统计值或T 统计值,中括号内为统

计量的P 值.下表同.

　　２．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效应的检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

转型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模型(３)的估计结果显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和二次

项符号虽仍为负号和正号,但却在５％的水平上不显著,这表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工业

绿色转型之间并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变化趋势.而且模型(４)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及

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叉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命令控制型环境

规制难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却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模型(５)中经济激

励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而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且模型(６)中其与绿色技术

创新的交叉项符号显著为正,这都表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有利于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

水平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同时其作用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

的拐点值约为０００１４,本文测算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年份和地区的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

大于０．００１４,说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水平的增强可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将成为工业

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有待扩展.尽管模型(７)中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一

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和正,但在５％的水平上却不显著,这说明

工业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仍比较淡薄.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表现

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计算得到相应的拐点值约为０．００７９,且只有北京、天津、上海、福建

９３１

彭　星、李　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和海南等成功跨越了该拐点值,其他地区则均未实现跨越.模型(８)中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

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叉项在５％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这说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

增强可以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并以此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尽管其应用范围仍有待

扩展,但仍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激励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与马富萍等(２０１１)及李斌和

彭星(２０１３)的研究一致,但本文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更为全面.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在所有模型中

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地区的经济、教育和科技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有着相当

重要的影响.事实上,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可能会制约环境规制对

绿色技术创新、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

未能成功跨越拐点值,即使环境规制强度适当、环境规制形式合理,仍可能无法对绿色技术

创新形成有效激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能源效率提升明显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但
能源结构未对工业绿色转型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能源仍以煤炭为主,
对天然气的开采和使用仍处于较低水平,能源结构不甚合理,这必然会增加工业污染排放,
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市场化程度变量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也不显著,这说明中国的市

场化程度仍有待提高,资源价格定价和要素分配利用还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难以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对能源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制约了工业绿色转型.

　　(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鉴于环境规制与工业

绿色转型均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力

资本水平及科技创新水平方面差异较大,可能导致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效应存

在较大差别,本文还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

验.尽管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方面有所差别,但两者仍具有较

多相似之处,并均与东部地区差异较大,因此本文将中部地区６个省份与西部地区１３个省

市(自治区)合并为中西部地区.①

表３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IGTt－１
０．２６９５∗∗

(２．０３)
０．３５３０∗∗

(２．３６)
０．４１４３∗∗∗

(３．４９)
０．３３９６∗∗

(２．１０)
０．７５３５∗∗∗

(６．１４)
０．４３８４∗∗∗

(３．２９)
０．６８０７∗∗∗

(６．２７)
０．５１７９∗∗∗

(４．３４)

ER －１．５３２１∗

(－１．８８)
－０．３７２５∗

(－１．７５)

ER２ １７．２０３９∗

(１．６８)
２．３６１２
(１．２３)

ER×ET ８．２４１１∗∗∗

(５．８１)
－３．４３７９∗∗

(－２．００)

ERC －０．２７７０
(－０．７８)

－０．３７２９∗∗

(－２．０３)

ERC２ ６．２３２８
(０．７４)

０．８８２８
(０．１０)

ERC×ET ６．３６７３
(０．９６)

－４．４６１４∗∗∗

(－６．５０)

ERP －０．６６６９∗∗

(－２．３２)
－０．１６０９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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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共１１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共６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和新疆共１３省市(自治区).



续表３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影响的估计结果

变量
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 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ERP２ ４４．２３２９∗∗

(２．１９)
１２．１６９４
(１．０９)

ERP×ET ５３．５９０７∗∗∗

(６．５６)
－２１．０５７９
(－１．５６)

ERS －１．５３６８∗

(－１．８２)
－０．７０６９
(－１．１２)

ERS２ ９６．０６２９∗

(１．８３)
５０．４６５９
(１．１６)

ERS×ET ５３．４３７５∗∗∗

(１２．５２)
－１３．４１９３
(－０．８７)

Sargan检验 ５．１２３８
[１．００００]

８．１３１２
[１．００００]

８．４９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２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２９９
[１．００００]

７．４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５３２
[１．００００]

７．７９１２
[１．００００]

AR(１)
检验

－１．６２２７
[０．１０４７]

－２．８５０２
[０．００４０]

－１．９９６９
[０．０４５８]

－２．５７２３
[０．０１００]

－２．１６８５
[０．０３０１]

－２．９１０３
[０．００４０]

－２．０４５８
[０．０４０８]

－３．１４１５
[０．００２０]

AR(２)
检验

０．８６９２
[０．３８４７]

－０．１７１１
[０．８６６２]

１．１８５９
[０．２３５７]

－０．１５００
[０．８７７０]

１．３９９４
[０．１６１７]

０．０５００
[０．９５９２]

１．２８９５
[０．１９７２]

０．１７１１
[０．８６７４]

加入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３２ ２２８ １３２ ２２８ １３２ ２２８ １３２ ２２８　

　　注:鉴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相关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本文不再提

供相关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此外,所有交叉项的估计系数是另做模型估计出来,并非

与ER２是一个模型,但限于篇幅本文将结果合并在一个表格当中.

　　１．东部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的估计结果显示,模型(１)中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而二次项系数却显著为负,这
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存在非线性影响,只有跨越环境规制的拐点才能有效促进工

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的拐点值为０．０４４５３,跨越拐点值后才能有效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工

业绿色转型.模型(２)中环境规制及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交叉项系数为正且显著,表明绿色

技术创新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

　　东部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有差别.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仍不

显著,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则表现出先抑制后激

励的影响,并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来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不过在统计上经济激励

型环境规制比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更为显著.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

的拐点值分别为０．００７５和０．００７９,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和海南已成功跨越拐点值,东部地

区其他省区则相对比较接近.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可以促进绿色技

术创新,根源在于东部地区本身的优势,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创

新水平较高,人们对环境质量和清洁生产的要求相对较高,可跨越清洁技术吸收所需的拐

点.若设定相对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规制形式,则必定可以有效激励绿色技术创新

并促进工业绿色转型.

　　２．中西部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
模型(１)中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但平方项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

对工业绿色转型不再存在非线性影响,而且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有着负面的影响效应.
模型(２)中ER×ET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

抑制效应,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差异显著.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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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规制综合指数保持一致,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均具有负面影响效应,不
再表现为非线性效应.尽管其他两种环境规制均有利于推动工业绿色转型,但中西部地区

的激励效应却并不显著,也未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这与中西部地区的客观条件有

关.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增长仍是首要任务,同时也缺乏资金推进节能

减排,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和环保意识也不高,更重要的是难以跨越技术吸收所需的人力

资本和科技创新门槛,因此,即便环境规制增强也难以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

有效激励.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有效设计环境规制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一个紧迫且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但环境规制的增强并不必然会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不同类型环

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别,现有文献未对环境规制的

类型进行科学划分.本文对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进行有效

区分和测度,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

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

　　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１)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只有当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值时,才能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来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

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并非简单的线性效应.(２)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

响存在较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变化趋

势,但绿色技术创新视角下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则有利于推动工业

绿色转型.(３)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只有跨越拐点值才能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命令控制

型环境规制仍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

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４)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有着

负面的影响效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与环境规制综合变量保持一致,而经济激

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科学制定与合理设计环境规制强度及形式,进而激励绿色技术创新

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１)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强度不应盲目

提高,相反应保持适度稳定,过高的环境规制将加重企业负担,反而加大“抵消效应”对“创新

补偿效应”的制约作用.因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地制定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规制强度已经越

过拐点的东部沿海地区则应继续保持现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注重环境规制形式对绿色技

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对环境规制强度尚未跨越拐点的中西部内陆地区则应继续加大环境规

制强度至拐点水平,避免中西部地区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２)合理选择环境

规制形式.环境质量标准、污染排放限额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对企业

的绿色技术研发缺乏足够的激励效应;但环境税、排污费、环境补贴和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激

励型环境规制,可为企业运用清洁生产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提供较强的内在动力,有利于持

续激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研发;尽管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没有强制性,但却可充分发挥市场

主体的能动性.因此,政府既要充分发挥各种环境规制形式的优势,又要实现协同与互补.
一方面逐步实现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到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的转变,取长补短降低环境

规制成本;另一方面还要针对不同地区的情况选择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经济激励型

环境规制主要适用于东部发达地区,可将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搭配运用于欠发达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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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内陆地区;工业污染严重且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需运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业污染

较轻且技术先进的地区应该将经济激励型与自愿意识型搭配使用,从而有利于激励企业进

行绿色技术创新.

　　此外,本文还存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一是本文将环境规制指标体系区分为命

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及自愿意识型,后续可考虑进一步扩展指标体系,根据现实情况的发

展区分为更多类型或更细分的指标,以获得更有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在经济激励型环境

规制的衡量指标上,可考虑将排污许可证等形式的指标纳入进来;在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

衡量指标上,可加入些更具有市场主体能动性的指标.二是可深入研究各种环境规制形式

之间的协同性和互补性,并测算协同度和协同效率,通过实证结果为环境规制工具的协调设

计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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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inChina
underDifferentType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

PengXing１,LiBin２

(１．ChangshaCentralSubbranch,ThePeople’sBankofChina,Changsha４１０００５,China;

２．SchoolofEconomy& Trade,HunanUniversity,Changsha４１００７９,China)

　　Abstract:Undertheconstraintsofresourcesandenvironment,theencouragementto
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thepromotionof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bythe
design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However,theexistingresearch
ignoresthedifferenttype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alsotheonesindifferentreＧ
gions．Therefore,itisdifficulttoputforwardtargetedanddifferentiatedregulationpolicies
andthentoeffectivelypromote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BasedonthedistinctionbeＧ
tweendifferenttype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betweenonesindifferentregions,
thispaperusesdynamicpanelmodeltomakeanonlineareffecttestofenvironmentalreguＧ
lationon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influencesof
differenttype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on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refeatured
byheterogeneity,andthenonlineareffectofcommand &controlenvironmentregulation
doesnotexist．However,theenhancementofeconomicincentiveenvironmentalregulation
andvoluntaryconsciousnessenvironmentalregulationcansignificantlyimprovethelevelof
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thepromotionof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InEast
China,thecommand&controlenvironmentalregulationhasnotyetformedeffectiveinＧ
centivesfor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buttheposiＧ
tivelypromotioneffectsofeconomicincentive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voluntary
consciousnessenvironmentregulationareobvious．In WestChinaandCentralChina,the
command&controlenvironmentregulationhasanegativeeffect,andtheincentiveeffects
ofeconomicincentiveenvironmentalregulationandvoluntaryconsciousnessenvironmental
regulationongreentechnologyinnovationand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arenotobviＧ
ous．Calculationofdifferenttype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isconducivetofurtherexＧ
pansionandsubdivision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ordertoexplorethesynergistic
effectofdifferenttype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TheresearchconclusionsareofenＧ
lightenmentsignificancetothescientificsetting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intensityand
thereasonablechoice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modesinordertoencouragegreentechＧ
nologyinnovationandpromote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
　　Keywords:environmentalregulation;greenindustrialtransformation;greentechnolＧ
ogyinnovation (责任编辑　石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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